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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时间尺度碳循环演变控制了大气CO2的含量. 显生宙以来, 大气CO2含量的变化及其对地表气温的控制,
是古气候地球化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地球系统箱式模型被广泛用于揭示长时间尺度碳循环和古气候变化的过程与

机制. 以COPSE(Carbon-Oxygen-Phosphorus-Sulphur-Evolution)和GEOCARB模型为代表的早期长时间尺度碳循环

模型, 在应用于显生宙大气CO2含量变化研究上成效显著, 但因无法表达地球三维地表的影响, 制约了其进一步发

展. 新发展的SCION(Spatial Continuous Integration)模型基于COPSE模型, 结合了GEOCLIM模型中运用的FOAM
(Fast Ocean-Atmosphere Model)气候模型数据集, 实现了大陆风化的动态表达, 进而更准确地表征了长时间尺度的

碳循环演变. 然而, 最新版SCION模型模拟的大气CO2含量变化, 仍与大气CO2的地质指标记录存在不一致之处. 采
用多箱式海洋替代单一箱式海洋, 区分硅酸盐岩性对风化的影响, 完善营养物质循环, 优化构造古地理和陆地植物

演化的表达等, 有望提高对长时间尺度碳循环源汇体系的限定和显生宙大气CO2模拟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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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尺度碳循环演变, 代表了百万年尺度上的

海洋、大气和表层地壳之间缓慢的碳交换(图1), 控制

了显生宙以来长时间尺度上大气二氧化碳(CO2)含量

和地表气温的变化[1,2,5,9]. 而碳循环受控于火山-变质-
成岩相关的去气作用、硅酸盐风化、有机碳埋藏及其

氧化风化之间的相互平衡(图1). 根据地球恒温理论[10],
在特定的CO2去气速率下, 大陆风化消耗的CO2量倾向

于接近去气量. 换言之, 大陆风化和火山去气共同调谐

气候变化, 比如去气速率增强向大气中释放大量CO2,
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及降雨量(和蒸发量)增加, 较高的

气温和降雨量又加快了大陆风化速率, 从而消耗了大

气CO2.
碳循环箱式模型是研究显生宙长时间尺度碳循环

的重要手段, 有助于查明大气CO2含量和地表气温变化

的控制因素. 箱式模型通常将所研究的元素循环划分

为若干个性质较为稳定的储库, 将复杂的物质循环过

程转成为计算各个储库之间的物质交换通量[11](碳循

环箱式模型如图1(a)所示). 地球系统箱式模型通过将

长时间尺度碳循环箱式模型和其他与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相关的元素循环箱式模型(如硫、磷循环)结合, 对显

生宙大气CO2含量变化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模拟预

测[3,6~8,12,13]. 近几年来, 地球系统箱式模型(如CO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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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Oxygen-Phosphorus-Sulphur-Evolution)[6~8]、
GEOCARB[1,2,5,12,13]和SCION(Spatial Continuous Inte-
gration)模型[3])对显生宙长时间尺度上大气CO2含量变

化提供了预测, 填补了古生态和地球化学指标缺失的

地质历史时期大气CO2含量变化的空白. 基于前人研究

成果, 本文回顾显生宙地球系统箱式模型的发展历史,
结合最新的地球系统箱式模型(SCION 1.1.5版)对大气

CO2含量的预测结果, 提出未来重点发展方向, 以推动

长时间尺度碳循环模拟研究的发展.

1 显生宙地球系统箱式模型的发展现状

显生宙地球系统箱式模型研究显生宙以来的长时

间尺度地表碳循环、硫循环、氧循环和营养物质循环

等其他表生地球化学的循环变化[3,6,14]. 其中, 碳循环模

型作为其他元素循环的基础框架, 主要用于模拟大气

CO2含量的变化, 以及大气、海洋和沉积物(碳酸盐岩

和有机碳)各储库中碳量与它们之间通量在百万年时

间尺度上的变化[1](图1).
显生宙长时间尺度碳循环模型的研究最早可以追

溯到Garrels和Lerman[15,16]分别于1981和1984年发表的

显生宙碳-硫同位素质量平衡模型. 该项研究搭建了长

时间尺度地表碳硫循环的基础框架, 并确定了碳硫循

环的主要储库和通量. 碳循环的主要储库分为大气-海
洋储库、碳酸盐岩储库和有机碳储库(图1(a)), 各个储

库之间长时间尺度上碳同位素和质量交换平衡, 其中

大气-海洋碳储量(或大气CO2含量)计算公式为

A
t oxidw ocdeg carbw ccdeg ocb

mccb sfw

d
d = + + +

, (1)

其中, A为大气和海洋CO2储量, 初始A为3.193 ×
1018 mol C, oxidw和carbw分别为有机碳氧化风化和碳

酸盐岩风化通量, ocdeg和ccdeg为有机碳去气和碳酸盐

岩去气通量, ocb和mccb为有机碳埋藏和碳酸盐岩埋藏

碳通量, sfw为洋壳逆风化碳通量, 通量大小参考图1(a)

图 1 (网络版彩色)长时间尺度碳循环示意图及地球系统箱式模型的大气CO2预测结果. (a) 长时间尺度碳循环示意图, 修改自文献[1], 其中储

库、通量大小以及同位素组成数据参考文献[2,3]. (b) 显生宙地球系统箱式模型的大气CO2含量预测结果. 1 ppm=1 μmol/mol
Figure 1 (Color onlin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ong-term carbon cycle and the prediction of atmospheric CO2 content from the Phanerozoic earth
system box models.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ong-term carbon cycle. Modified from Ref. [1], where reservoir, flux size, and isotopic composition
data refer to Refs. [2,3]. (b) The prediction of atmospheric CO2 content from the Phanerozoic earth system box models. 1 ppm=1 μmol/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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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基于该碳-硫同位素质量平衡模型, 以Berner为代

表的学者最早研究了显生宙长时间尺度碳-硫循环的

变化, 首次模拟了显生宙以来大气氧气(O2)和CO2含量

的变化[2], 并先后于2001[5]和2006年[13]对该碳循环模型

进行了完善, 称为GEOCARB模型. 除了GEOCARB模
型, 研究显生宙长时间尺度上大气CO2含量变化的地球

系统箱式模型还有COPSE[6,7]
、GEOCLIM[4,14]和最新

的SCION模型 [ 3 ]等 . 本文简要介绍GEOCARB、

COPSE、GEOCLIM和SCION模型及其发展历程(图1(a)
和2).

1.1 GEOCARB

GEOCARB模型以求解常微分方程组的方式表达

碳同位素和碳源-碳汇之间的质量平衡、公式化表达

风化和去气速率以及其随时间的变化[2]. GEOCARB系
列的长时间尺度碳循环模型, 系统地模拟了这些碳库

之间长时间尺度上的碳交换过程, 包括硅酸盐风化去

除大气CO2、碳酸盐岩热分解对海洋-大气CO2的补给

和有机碳的风化、埋藏和热分解后氧化生成CO2等过

程(图1(a)). 其中, 有机碳埋藏通量ocb是根据地质历史

时期海相碳酸盐岩的碳同位素的变化 Cc 计算得

到[1,2,5,13], 具体公式为

ocb C
t C ocdeg ccdeg C= d( )

d + ( + ) , (2)c
c seawater

其中, 古海水 Cseawater 往往近似等同于碳酸盐岩 Cc .
1991年, Berner[2]基于Garrels和Lerman[15,16]对碳循

环的研究, 定量地表达了显生宙以来海洋-大气储库、

地壳碳酸盐岩储库和地壳有机碳储库之间的碳交换通

量, 并首次估算了显生宙大气CO2含量的长时间尺度变

化(称为GEOCARB I, 图1(b)). 大陆硅酸盐风化作为长

时间尺度碳循环中海洋-大气储库的重要碳汇, 在GEO-
CARB I中得到重点关注. 模型考虑了硅酸盐风化的主

要影响要素和硅酸盐风化对气候的负反馈作用. 其中,
硅酸盐风化通量的计算公式为

F k f f t f t f t f t= × (CO ) × ( ) × ( ) × ( ) × ( ), (3)silw B 2 A D R E

其中, k为现今硅酸盐风化通量. 式中主要包括了显生

宙以来大陆面积 f t( )A 的变化[20,21]
、大陆抬升 f t( )R 和板

块位置控制的河流径流量的变化 f t( )D
[22]

、陆地植物演

化对风化速率的增强 f t( )E
[23,24]. 硅酸盐风化的负反馈

作用 f (CO )B 2 包括: CO2的温室效应、大气CO2含量对

植物生产力的影响, 以及气温和植物对风化的影响[25].
岩浆作用和变质作用控制了碳酸盐岩和有机碳通

过热分解产生CO2的去气速率. GEOCARB I中利用洋

壳扩张速率的变化[26](其中早于150 Ma的洋壳扩张速

率采用海平面变化反演计算所得[27])推测出全球构造

运动强弱的变化, 并将其作为控制岩浆作用和变质作

用去气速率的主要要素 ( f t f t( ) = ( )G SR , 其中 f t( )G

和 f t( )SR 为去气速率和洋壳扩张速率随时间的变化).

通过对显生宙大陆面积 f t( )A 、径流量 f t( )D 和去气速

率 f t( )G 等的无量纲参数化表达, GEOCARB I通过计算

硅酸盐风化对大气CO2的相对负反馈强度(式(3)), 首次

预测了显生宙以来大气CO2含量的变化.
该模型成功估算了显生宙大气CO2含量变化的基

本特征, 其中包括早古生代高大气CO2含量、中生代相

对较高的大气CO2含量、石炭纪-二叠纪和晚新生代时

期的低大气CO2含量等(图1(b)). 这一估算结果强调了

陆地植物演化对显生宙大气CO2含量变化的重要性. 陆
地植物通过根劈和产出腐殖酸等方式增强了大陆硅酸

盐风化速率[25], 从而逐渐降低了大气CO2含量.

1994年改进后的GEOCARB II, 主要有以下几点改

良: (1) 考虑了显生宙以来太阳辐射逐渐增强对大陆风

化的影响[28]; (2) 区分表达硅酸盐风化和碳酸盐岩风化,
其中全球气温以及大陆风化对大气CO2含量变化的响

应系数, 借助了当时最新的大气环流模型(GCM)针对

现今地球地理分布的气候模拟结果[29]; (3) 利用显生宙

古海水锶同位素的变化计算大陆抬升系数[30], 替换

GEOCARB I中全球大陆面积对硅酸盐风化的影响; (4)
考虑大陆碳酸盐暴露面积在碳酸盐风化中的影响等.
GEOCARB II模拟结果与GEOCARB I整体趋势类似

(图1(b)), 新增或加强的认识有: (1) 显生宙太阳辐射强

度的逐渐增加导致了硅酸盐岩风化的逐渐增强和大气

CO2含量的逐渐降低; (2) 中生代相对较高的大气CO2

含量是由于中生代时期全球陆地较低的地势; (3) 新生

代造山运动加剧以及去气速率的降低是新生代大气

CO2含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4) 碳酸盐岩在浅海和深海

中的埋藏比例变化对去气作用强度和大气CO2含量的

影响显著.
随后的GEOCARB III继续聚焦于大陆硅酸盐岩风

化碳汇的影响因素表达, 主要包括了: (1) 利用GCM结

果[31]区分了大气CO2含量变化在冰期和间冰期对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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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径流量的影响; (2) 增加了陆源沉积物丰度指示

全球大陆抬升系数[32]; (3) 考虑了古地理变化对全球陆

表气温和风化速率的影响[33]; (4) 梳理裸子植物和被子

植物对风化的增强效应, 强调了裸子植物对岩石风化

的促进作用(增强系数为0.75~0.875)[23,24]. GEOCARB
III预测的显生宙大气CO2变化的整体趋势与之前版本

相似(图1(b)), 其中, 中生代大气CO2高于GEOCARB II
预测结果, 但与古土壤指标数据一致[34]. 这很可能是因

为GEOCARB III中增加了CO2和气温对植物中介化学

风化的影响, 以及更新了气温和径流量对大气CO2浓度

的响应系数.
2006年, Berner[13]进一步升级了GEOCARB III, 并

将其与硫循环模型[5,18]结合(图2), 同时预测了显生宙长

时间尺度上大气CO2和O2含量的变化, 称之为GEO-
CARBSULF. 相比GEOCARB III, 除了增加硫循环外,
GEOCARBSULF模型主要有以下改进: (1) 将快速循环

的有机碳和碳酸盐岩与较老的难以风化的有机碳和碳

酸盐岩区分开来; (2) 增加光合作用过程中碳同位素分

馏系数对O2含量的响应; (3) 补充了构造抬升剥蚀对暴

露的有机质、黄铁矿风化的影响, 以及对大气O2含量

的影响; (4) 将硅酸盐风化划分为岩浆岩风化和沉积岩

风化[12].但预测的大气CO2含量变化与GEOCARB III基
本类似.

GEOCARB系列模型对显生宙大气CO2含量变化

的模拟结果基本相近(图1(b)), 主要归因于模型中有机

碳埋藏过程的变化受控于古海水碳同位素的变化(式
(2)). GEOCARB模型作为显生宙地球系统箱式模型发

展的奠基石, 为后续的地球系统箱式模型(COPSE、
SCION模型等)发展提供了长时间尺度碳循环的基本

框架(图2).

1.2 COPSE

COPSE模型[6,7]是基于Lenton和Watson[19]于2000年
开发的大气O2和海洋营养物质反馈机制模型(LW模

型), 结合了GEOCARB模型[1,2]和简单的硫循环模型[16]

(图2), 目的是用于研究显生宙以来地球系统中生物和

非生物组分的协同演化. COPSE模型受显生宙地质、

生物演化和太阳辐射等变化驱动, 将碳、氧、磷、硫

循环和生物演化相互绑定, 不仅可预测显生宙大气

CO2、O2和气温的变化, 还可同时预测显生宙古海水

碳、硫同位素变化和其他地球化学组成的变化.
与GEOCARB模型类似, COPSE模型对大气CO2的

预测受控于模型驱动力变化、硅酸盐风化对大气CO2

和气温的响应以及其他反馈机制. 其与GEOCARB系列

模型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模拟策略上[7]. 基于LW模型中

建立的营养物质浓度和生物生产力的关系[19], COPSE
模型采用正演(Forward)策略, 通过加入营养物质循环,
预测海洋营养物质浓度(磷和氮)的变化, 从而计算有机

碳埋藏通量, 具体公式为

mocb k newp
newp= × , (4)

0

其中, newp N P= 117 × min 30.9 × 16 , 2.2 × , newp0=225.96,

其中P和N为海水中磷和氮的浓度, 现代海洋P、N分别

为2.2和30.9 μmol/kg. 而GEOCARB系列模型采用反演

(Inverse或Data-Driven)策略, 将古海水碳同位素数据作

为驱动力, 反演有机碳埋藏通量变化(式(3))[2].
由于可对比的指标数据有限, 采用反演策略的

GEOCARB系列模型证伪困难, 其预测的大气CO2和O2

含量变化也依赖于前人统计的碳、硫同位素数据[2]. 考
虑到成岩蚀变和盆地局限等影响因素, 海相沉积物的

同位素数据有可能无法指示广海同位素组成变化[35,36],
对反演模型的预测结果产生影响. 尽管如此, GEO-
CARB系列模型对于深度挖掘同位素数据的地质意义

仍有着不可替换的作用 . 相较之下 , 正演模型(如
COPSE模型)更加依靠于其他地质记录(如陆源沉积物

丰度[32]), 其优点在于其可同时预测显生宙海水化学组

分(包括碳、硫同位素)的变化, 可与更多的指标数据进

行对比, 以检验模型结果[6]. 此外, 正演模型验证驱动力

假说的能力相对较强, 比如可用于探究有机碳埋藏通

量增加的原因.
从结果来看, COPSE模型所预测的显生宙大气CO2

含量变化与GEOCARB系列模型总体趋势相似(图1(b)),
其中包括早古生代高大气CO2含量和白垩纪以来大气CO2

含量的持续下降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LW模型中

所建立的营养物质浓度和生物生产力的关系(式(4))适
用于表征显生宙长周期碳循环生产力的变化. 然而,
COPSE模型对石炭纪-二叠纪大气CO2含量的预测值远

高于GEOCARB系列模型(图1(b)), 这被认为是COPSE
模型中碳、氧、磷循环和生物演化耦合的结果[6], 强

调了碳循环与其他元素循环耦合的重要性.
2018年, Lenton课题组[7]发表了重载版的COPSE模

型. 相比2004年发表的首版COPSE模型, 其大气CO2含

量预测整体趋势一致(图1(b)), 但各个地质过程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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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优化. 主要提升如下: (1) 优化现有过程表达, 比
如植物对风化的增强效应; (2) 增加洋壳和岩浆岩风化

以及对海水87Sr/86Sr的预测[37]; (3) 解除了大气氧含量

和黄铁矿氧化风化速率的线性关系, 强调剥蚀速率对

黄铁矿氧化风化的影响; (4) 更新了外部地质和生物演

化驱动力的变化因素[38].
2018年之后, 利兹大学Mills等人[8,17,39,40]对COPSE

模型先后进行了多次升级改造. 2018年, COPSE模型增

加了生物扰动过程, 并探讨了其对磷、氧和硫循环的

影响[39]. 2019年, COPSE模型更新了显生宙去气速率

和抬升系数的变化, 并区分计算了高、低纬度的平均

气温, 以便较好地表达温度对大陆风化的影响[17]. 2020
年, Tostevin和Mills[8]汇总了2018年后COPSE模型的发

展(图1(b)), 包括地幔碳源和其他还原碳、硫输入的增

加[40], 模拟了新元古代和古生代时期长时间尺度上古

海洋氧化的趋势.
总体上, COPSE模型对于大陆风化的表达与GEO-

CARB模型类似, 均采用参数化表达古气候对水循环的

影响, 比如利用无量纲参数表达古地理对径流量、气

温的影响. 尽管极大地简化了运算速率, 但未真实表达

古地理变化引发的水循环变化和其对大陆风化以及大

气CO2预测的影响[3,4,14].

1.3 GEOCLIM

与GEOCARB和COPSE模型不同, GEOCLIM模型

是一个非连续的显生宙地球系统箱式模型[4,14]. 构建于

固定的大陆配置, GEOCLIM模型对风化过程和气候变

化采用更加真实的三维地表表达. 模型运行时无法改

变大陆配置, GEOCLIM模型只能输出稳态的“快照”或
者短时间的多幕式稳态结果[4,14]. 因此, GEOCLIM模型

无法用于预测显生宙长时间尺度上大气O2含量、海水

碳硫同位素等变化. 但是可通过模拟多个大陆配置情

况下的稳态大气CO2含量, 从而实现对显生宙大气CO2

含量变化的模拟[3,4].
GEOCLIM原型为COMBINE模型(coupled model

of biogeochemical cycles and climate)[41]. COMBINE模
型是装载了简单气候模型的多箱式海洋模型, 其中涉

及了碳循环、氧循环和磷循环, 一般用于研究特定地

质时期地球系统稳态的大气CO2含量. 2006年, COM-
BINE模型[14]用FOAM大气环流模型[42]替换了其装载

的简单气候模型. 针对特定大气CO2含量, FOAM模拟

输出稳态时全球气温和径流量的二维分布, 从而更好

地表达大陆风化过程[42], 最终利用多箱式海洋地球化

学模型COMBINE[41]来计算特定去气速率下的大气

CO2含量[14]. 该结合版模型发表于2006年, 正式称为

GEOCLIM, 但当时仅应用于中生代到新生代时期盘古

大陆解体造成的古气候影响[14]. 2014年, GEOCLIM扩

展版本预测了整个显生宙以来大气CO2含量的幕式变

化(图1(b)), 该扩展版本考虑了陆地植物演化对风化的

影响[4]. 目前, 最新的GEOCLIM模型增加了厚层土壤

对硅酸盐风化的影响(GEOCLIM-REG), 但仅适用于特

定地质时期的碳循环研究, 比如, 晚古生代冰期前后的

碳循环[43,44].
与GEOCARB、COPSE等零维无量纲模型不同,

GEOCLIM的二维大陆风化表达极大程度地优化了对

大陆风化的模拟. 但受固定大陆板块配置限制, 无法计

图 2 (网络版彩色)显生宙地球系统箱式模型发展里程碑. 虚线为模型之间的发展依附关系
Figure 2 (Color online) Milestones of the Phanerozoic Earth system box models. Dashed lines indicate developmental dependencies between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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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大气CO2含量以及其他地化指标(海水硫酸盐浓度

等)随着地质时间的逐渐演变[3], 与数据指标的结果对

比困难. GEOCLIM模型所预测的显生宙CO2含量变

化[4]与GEOCARB[13]
、COPSE[7]模型模拟结果之间存

在较明显差别(图1(b)), 强调了大陆风化的二维表达对

整个碳循环模拟的重要性[3].

1.4 SCION

长时间尺度的碳循环模型, 一般是在较短的时间

片段下运行大气环流模型(如FOAM模型[14,42]), 或长时

间连续运行对气候表达欠佳的无量纲箱式模型(如
GEOCARB[1,2,5,12]和COPSE模型[6,7]). SCION是空间连

续集成模型[3], 可以说它是COPSE模型和GEOCLIM模

型的有机结合, 既包含了大气环流模型的有机嵌入, 也
包含了碳、硫、氧等循环的化学反应过程, 并且实现

了长时间连续运行. 具体来讲, SCION模型是基于最新

版COPSE模型[8], 在大陆风化表达上借鉴了GEOCLIM
模型中插值索引大气环流模型预运算得到气候数据集

的方法[4](图2和3), 最终实现空间上连续集成, 计算出

显生宙以来大气CO2含量的变化以及古海水碳-硫-锶
同位素和其他化学成分变化.

与GEOCLIM模型类似, SCION模型借助FOAM模

型预运算的温度和径流量的二维数据集合来表达大陆

风化过程 , 并增加了地势(海拔高度)的二维分布数

据[4,14,42]. SCION模型同时计算两个时间戳下特定CO2

含量气候模型输出的气候数据集合(气温、径流量和

地势; 图3(a)), 利用这两个时间戳下的二维气候数据分

布计算其全球风化通量. 假设两时间戳之间的变化为

线性变化, 通过插值计算在特定时间戳下匹配特定CO2

含量的风化通量[3], 并与COPSE模型中的其他地球化

学循环过程相平衡[8](图3(b)), 最终使得SCION模型能

三维连续地预测显生宙大气CO2含量变化.

图 3 SCION地球系统箱式模型示意图, 修改自文献[3]. (a) SCION模型中用到的气候模型数据集以及插值方法示意图; (b) 单一箱式海洋生物

地球化学模型, 修改自文献[7,8], 黑色箭头代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通量, 绿色箭头代表数据流向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CION model. Modified from Ref. [3]. (a) Representation of climate model datasets and interpolation methods
used in the SCION model; (b) single box marine biogeochemical module, modified from Refs. [7,8]. Black arrows represent biogeochemical cycling
fluxes; green arrows represent data flow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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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GEOCLIM模型不同, SCION模型实现了对二维

大陆风化的时间连续模拟. 与GEOCLIM模型相比,
SCION模型预测的大气CO2含量整体来说较低, 石炭纪

之前所预测的含量相似、石炭纪-侏罗纪时期预测含

量偏低、白垩纪至今的预测偏高[3]. SCION模型整体较

低的大气CO2含量预测, 很可能是因为SCION模型继承

了COPSE模型中大气CO2的一些负反馈机制, 例如, 对

温度敏感的洋壳风化过程、对温度和CO2敏感的有机

碳埋藏过程等, 而白垩纪至今CO2含量较高的预测值归

因于SCION模型采用了较高的去气速率[7,8]. 但相比

GEOCLIM模型, SCION模型可同时预测显生宙大气O2

含量、海水硫酸根含量、碳-硫同位素以及锶同位素

的变化等.
零维无量纲箱式模型(GEOCARB和COPSE模型)

只能描述全球平均径流量、气温和剥蚀速率, 无法研

究局部气候对大陆风化的贡献. 与无量纲箱式模型的

预测相比, SICON模型所预测的新生代大气CO2变化与

新生代地质记录更加一致(图4(b)), 这得力于气候模型

的软嵌入更好地表达了大陆风化碳汇过程[3,4,42].

2 显生宙地球系统箱式模型SCION 1.1.5及
其大气CO2含量预测结果

SCION模型自2021年发表以来, 先后经历多次改

动, 目前最新版本为1.1.5版本(下载地址: https://github.
com/bjwmills/SCION). 相比SCION模型的首发版本, 本
文(SCION 1.1.5版)最主要的发展是将FOAM模型在显

生宙22个时间戳下的二维气候数据集(径流量、温度

和地势在大陆上的平面分布)更好地与SCION模型中

的古地理栅格分辨率相匹配(图4(a)). 换句话说, SCION
1.1.5版所用的气候模型数据集中优化了小面积古地理

栅格上的温度、径流量和地势表达, 从而整体上增加

了全球平均大陆径流量、温度的计算, 某种程度上增

强了大气CO2的温室效应. 此外, 首发版SCION模型中

利用到气候数据集中大气CO 2含量索引范围为

10~28000 ppm(100倍工业革命前大气CO2水平, 1 ppm
=1 µmol/mol). 由于地球系统箱式模型中考虑变量较

多, 往往经历一定运行时间后使得各变量间相互调整

达到平衡, 最终提供可靠的模拟结果. 在各变量平衡之

前的预热期(spin-up), 模型预测的大气CO2含量可能会

超过这一索引范围, 从而导致崩溃. SCION 1.1.5版通

过插值法扩展计算了56000 ppm(200倍工业革命前大

气CO2水平)和112000 ppm(400倍工业革命前大气CO2

水平)下的气候模型数据集结果, 增加了模型运行稳定

性. 此外, 本文(SCION 1.1.5版)简化了大陆风化计算等

代码,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运算速率.
图4(b)中展示了本文(SCION 1.1.5版)预测的显生

宙大气CO2含量变化. 整体来说, 显生宙大气CO2含量

变化有以下特点: (1) 寒武纪-志留纪时期大气CO2含量

较高(>1000 ppm); (2) 石炭纪时期大气CO2含量大幅度

下降并于二叠纪时期恢复; (3) 侏罗纪大气CO2含量较

低; (4) 白垩纪及新生代时期大气CO2含量呈现逐渐下

降的趋势. SCION 1.1.5版预测的显生宙大气CO2含量

变化趋势与首发版相似, 但其相比首发版整体偏低, 与
地质记录(如植物气孔数据)更加一致[45,46](图4(b)). 这

很可能是因为最新采用的气候模型数据集中优化了气

温和径流量的表达, 增强了其对大气CO2含量的响应.
比如, 当大气CO2含量升高相同幅度时, 陆表气温的上

升响应更加明显, 增强了大陆风化作用和大气CO2含量

的负反馈作用. 大陆风化的负反馈机制在SCION 1.1.5
版中一定程度上被加强, 最终导致了显生宙大气CO2含

量的预测趋势整体降低. 这一模拟结果强调了气候模

型对表征大陆风化过程以及长时间尺度碳循环的重

要性[4].
尽管SCION模型最新的大气CO2模拟结果与指标

记录整体趋势相似, 但仍存在很多不一致之处. SCION
模型预测值基本与指标记录的上限一致, 与指标数据

平均值相差较多, 这一定程度上归因于FOAM气候模

型有着较低的气候敏感度(即升高相同温度需要更多

大气CO2)和SCION模型中所采用的较高去气速率等.
例如 , 晚古生代指标数据显示大气CO 2含量从

~1000 ppm下降到~300 ppm, 模型预测含量尽管表现出

相似的下降趋势, 但预测含量超出指标数据两倍左右

(从~2000 ppm下降到~700 ppm, 图4(b)). 该时期大气

CO2含量的下降伴随着晚古生代冰期, 主要是因为该时

期赤道地区的造山运动更为活跃而喷发出更多的新鲜

火山岩, 在较高的剥蚀速率、降雨量和温度等因素作

用下, 导致硅酸盐风化速率加快, 从而消耗了更多的大

气CO2
[3,43,47]. 此外, 热带森林在该时期的出现, 一方面

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增加了陆地有机碳的埋藏[48], 另一

方面通过根劈等方式可能增强了大陆硅酸盐岩的风

化[25], 这些都被认为是该时期大气CO2含量下降以及晚

古生代冰期的重要诱因[49,50].
模型预测的中生代大气CO2含量和指标记录在某

些特定时段也存在差异, 如预测的侏罗纪时期大气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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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约为600 ppm, 略低于指标数据的~800 ppm, 而白

垩纪预测值则稍高于指标记录. 这是由于SCION模型

继承了COPSE模型中陆地植物对大陆风化的影响, 而

COPSE模型预测的大气CO2含量也同样较低[3,8]. 陆地

植物通过根劈和产出腐殖酸等方式, 增加大陆硅酸盐

风化速率, 从而降低大气CO2含量[25]. 考虑到GEO-
CLIM模型在该时期的预测结果更接近指标数据[3,4],
我们认为COPSE和SCION模型可能过高地估计了侏罗

纪时期陆地植物对大陆风化的影响[3]. 但模型所预测的

侏罗纪大气CO2含量低谷与地质记录一致(如植烷碳同

位素和植物气孔数据). 晚三叠世时期, 盘古大陆(Pan-
gea)向北的快速漂移, 使更多的大陆硅酸盐暴露在温暖

湿润的气候下, 从而通过风化作用加剧了大气CO2的消

耗, 最终导致了侏罗纪时期较低的大气CO2含量[51].
相比之下, 新生代大气CO2含量的预测与地质记录

更加吻合, 都呈现出下降趋势. 这一时期CO2的下降主

要可能归因于喜马拉雅造山带的持续抬升导致硅酸盐

风化增强 [ 5 2 ] , 或者白垩纪以来火山去气速率的下

降[1]等.

3 显生宙地球系统箱式模型SCION未来的
发展方向

整体来说, SCION模型最新的预测结果与指标数

据的吻合程度和时间呈现一定相关性. 新生代拟合数

据与指标数据吻合最好, 中生代预测结果接近指标数

据绝对值, 古生代预测结果高于指标数据. 这是因为构

图 4 SCION模型对显生宙大气CO2含量的模拟结果以及模型中应用的古地理地形变化和所预测的冰川范围. (a) SCION 1.1.5模型中应用的古

地理地形变化和所预测的冰川范围. (b) SCION模型对显生宙大气CO2含量的模拟结果. 橙色实线为SCION 1.1.5最新的预测结果; 橙色阴影是考

虑到模型主要的边界条件误差后的模拟结果区间, 其中为模型的主要驱动力变化增加了20%的误差(例如, 去气速率变化、玄武岩和花岗岩的

相对面积变化), 同时改变植物演化对大陆风化的影响系数(1~7)等; 虚线为SCION首发版预测结果[3], 图中指标数据来自文献[45,46]
Figure 4 Modelled Phanerozoic atmospheric CO2 variations by the SCION model and the paleogeographic maps and ice extent predictions from the
latest SCION version v1.1.5. (a) The paleogeographic maps and ice extent predictions from the latest SCION version v1.1.5. (b) Modelled Phanerozoic
atmospheric CO2 variations by the SCION model. The solid orange line is the latest prediction result and the orange shaded area is the modelling result
interval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rrors in the main boundary conditions, where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have been added with an error of 20% (for
example, the change of degassing rate, the relative area change of basalt and granite litholog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biotic weathering enhancement
factor due to plant evolution is varied between 1 and 7. The dashed line is the prediction result in the original SCION model[3], which is compared to
proxy data[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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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构造边界条件(比如去气速率的变化)和重建的古

地理演变的不确定性随时间增加[4,53,54]. 优化构造边界

条件、高时间分辨率和准确度的古地理重建, 有助于

提高SCION模型对古生代-中生代时期大气CO2含量模

拟的准确性.
另一个方面, 古生代预测结果变化范围较大, 很大

程度上也与模型中陆地植被对大陆风化增强效应的不

确定性有关, 因为这种效应增幅可从无到增强7倍[7](图
4(b)). SCION 1.1.5版模型依然采用无量纲参数的方式

来表达植物对大陆风化的影响, 并未使用二维模式来

表达该过程; 而目前最新的FLORA模型中已使用了二

维模式进行模拟显生宙以来陆地植物对长时间尺度碳

循环的影响[55]. 类似于GEOCLIM模型, FLORA模型中

利用FOAM模型在不同时间戳下模拟的气温和径流量

等的二维分布, 预测显生宙以来古植物的分布情况[55].
在不久的将来, SCION模型将利用FLORA模型对显生

宙以来模拟的陆地植物分布演化, 二维地表达陆地植

物对大陆风化的影响.
除了植物对大陆硅酸盐岩风化的影响, 硅酸盐岩

性的风化速率、富集程度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硅

酸盐岩风化这一重要碳汇过程, 比如铁镁质岩性有着

更高的化学风化速率[47]. 通过研究显生宙以来不同硅

酸盐岩在大陆上的二维分布[56], 有利于更加精确地表

达大陆硅酸盐岩风化过程, 优化模型大气CO2含量、气

温以及海水锶同位素等的预测[3].
最新版的SCION模型目前仍采用COPSE模型中对

海洋的单一箱式表达(图3(b)). 单一箱式海洋模型将海

洋看作一个整体, 这一定程度简化了模型复杂程度、

提高了运算速率, 但忽视了海洋内部循环的重要性(比
如陆架海洋对海洋营养物质循环的加速作用)[57~59], 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单一箱式海洋模型对长时间尺度碳循

环模拟以及大气CO2含量预测的精准度. 与SCION及

GEOCLIM模型对陆表过程的表达类似, 利用气候模型

预运算气候数据集合中的海洋部分数据(如海水温

度、洋流), 并进行相似的插值处理动态表达海洋内部

循环, 最终完善营养物质循环和显生宙大气CO2和O2

含量的预测.
此外, 现有的地球系统箱式模型(包括SCION、

COPSE模型等)仅考虑了太阳辐射在>10 Ma时间尺度

上的线性增加, 并未考虑轨道应力在百万年尺度上的

周期性变化. 比如, 太阳辐射在百万年尺度上的周期性

变化很可能使地表气温、径流量等产生周期性变化,
甚至影响海水地球化学[60~63]. 增加百万年尺度上的太

阳辐射变化, 有利于探究地表生物化学循环的周期性

规律(例如, 古海水碳同位素变化[61,64]
、生物演化模

式[64]).

4 结论

显生宙地球系统箱式模型以长时间尺度碳循环和

预测大气CO2含量为主要目标. 历经近50年发展, 其发

展重心是表征大陆风化的碳汇过程, 从无量纲参数化

的表达发展到了现在的三维大陆风化表达, 提高了显

生宙大气CO2含量预测的精准度. 但目前最新版的显生

宙地球系统箱式模型SCION 1.1.5版所模拟的大气CO2

含量变化仍与指标记录之间存在较多差异. 未来通过

优化构造和古地理边界条件, 采用多箱式海洋替代单

一箱式海洋, 完善营养物质循环, 区分硅酸盐岩性对风

化的影响, 改进陆地植物演化的表达等, 有望提高对长

时间尺度碳循环源汇体系的限定和显生宙大气CO2模

拟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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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显生宙长时间尺度碳循环演变的模拟: 现状与展望”

Simulating the long-term carbon cycle in the Phanerozoic: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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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geological timescales, Earth’s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long-term carbon cycle. Here the
principal CO2 sources are tectonic degassing and the weathering of carbonate or organic-rich rocks, and the sinks are the
deposition of carbonate minerals and organic carbon in sediments.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has a self-regulation
mechanism because the weathering of silicate rocks, which provides key elements for marine carbonate formation, is
temperature dependent and can remove more carbon when Earth’s CO2 levels and temperature rise. Nevertheless, changes
in carbon inputs and outputs can drive substantial variation in CO2 levels over geological time, and this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controlling the long-term variations in global average surface temperature over the Phanerozoic.
Therefore, reconstructing the long-term carbon cycle and Phanerozoic changes in atmospheric CO2 levels is an important
area of geochemical research.
Earth system box model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used to study the long-term carbon cycle and to understand what

controls changes in CO2 concentration. Early box models, such as the GEOCARB and COPSE (Carbon-Oxygen-
Phosphorus-Sulphur-Evolution) models, mathematically expressed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Earth’s
surface in a dimensionless way, using a single box for the ocean or land surface and a single value for global temperature or
rate of precipitation. These models succeeded in reconstructing some aspects of atmospheric CO2 variations during the
Phanerozoic but were limited because they cannot represent Earth’s surface in 3D, so could not properly represent
continental weathering processes. The GEOCLIM model improved on this method by using a large dataset of physical
climate model simulations to approximate a 3D climate and land surface for a set of specific times in Earth’s history, which
allowed it to evaluate weathering processes and simulate uplift-driven glaciation in the late Palaeozoic.
A further step was made in the SCION (Spatial Continuous Integration) model to approximate between different

continental maps and therefore run the 3D weathering functions continuously over geological time by a method of
interpolation. The variations of Phanerozoic atmospheric CO2 levels predicted by the SCION model show the following
major features: (1) High atmospheric CO2 content (>1000 ppm) from the Cambrian to Silurian period; (2) a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in the carboniferous and a following recovery in the Permian; (3) low
atmospheric CO2 content in Jurassic; (4) a peak in CO2 concentration during the Cretaceous and a decline through the
Cenozoic. However, the modelling results still show some inconsistencies with the proxy records of atmospheric CO2, such
as a higher atmospheric CO2 prediction during the Palaeozoic and a lower atmospheric CO2 prediction during the Jurassic.
Future work is needed to more accurately simulate the Earth’s carbon cycle in these models. This includes revising the plate
tectonic and paleogeographic boundary conditions to modern standards, replacing the one-box ocean with a multi-box or
3D ocean component, distinguishing the more reactive silicate lithologies on the continental maps to better represent their
influences on silicate weathering, and improving the expression of land plant evolution and biogeography.

atmospheric CO2 levels, long-term carbon cycle, Phanerozoic, Earth system box model, biogeochemical box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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